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

——创新价值链视角下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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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效果，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探究税收优惠对创新效率的作用机理，并分析行业环境因素对创新激励政策的调节效应。选用中国制造业2005—2015年行业面板数据构建随机前沿模型（SFA）和门槛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科技创新水平处于0.5～0.8范围内，整体发展不均衡、不协同；税收优惠在一定门槛范围内提升了企业创新效率，而在创新价值创造过程中则表现出门槛异质效益；国有产权性质抑制科技研发阶段税收政策的实施效应而促进价值实现阶段；加强政产学研合作、出口鼓励政策、税收优惠政策显著激励企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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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ax preference polic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tax preference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value chain, and analyzes the adjustment effect of industry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innovation incentive policy. Through constructing SFA model and threshold effect model b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panel data from 2005 to 2015 in China,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pabilities of corpora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re unbalanced and not coordinated within the range from 0.5 to 0.8; tax incentives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R&D in a certain threshold, while in the process of innovation value creation it shows a heterogeneous benefit; at the same time, state-owned property rights will inhibi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x policies in the stage of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ut it will promote the stage of transformation of benefits; in addition,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the export encouragement policy, and the tax preferential policy significantly stimulate enterpris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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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中国创新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依据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表的《国家创新指数2016—2017》，中国的创新投入占全球15.6%，稳居第2，但创新指数排名第17位。数据表明尽管中国创新供给处于较高水平，但效率转化能力却差强人意。而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只有高效率的创新才能给予中国经济发展更大的支撑，传统的规模速度型创新需及时向质量效率型创新转化才是实现创新体系高效运行的重要条件。而且近些年政府采取直接资助和税收减免等政策干预手段有利于市场资源在创新过程中的有效配置，弥补市场失灵现象。一方面，企业研发过程面临信息不对称和高技术复杂性风险，另一方面，创新产出的知识溢出效应和外部公司的模仿效应使得市场对科技创新资源的非效率化配置，导致市场失灵，因此及时引入财政资源有利于激活市场运作，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资和开展创新活动[1]，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又因为创新的价值创造过程性[2-4]，财政政策对特定创新活动的倾向性以及政府的干预扭曲了市场对创新各个阶段资源的有效配置[5]，可能无法实现财政政策对创新效率的最初促进作用；同时，财政创新激励政策也会受到行业市场环境的影响，可能存在寻租腐败、过度干预、效率低下等激励不足问题。那么，财政税收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激励作用是否有效？行业环境在财政激励政策中具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逐渐成为研究重点。为此，本文主要进行以下研究：第一，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整体考察创新价值创造过程中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作用影响，并分析行业环境的作用影响；第二，利用门槛回归模型探究最优激励区间，合理避免市场失灵以及政策激励不足，以期为优化财政政策和构建高效创新体系提供一定参考。
1  理论综述
学术界对税收激励政策的研究多置于创新活动的“黑箱”之中。依据创新价值链理论，研发活动具有投入-产出的特性[6-7]，创新应包含了研发和商业实现两个子过程。因此，本文基于创新价值链，研究从科技资源投入到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研发阶段、从科技成果转化到商业转化的价值实现阶段的税收激励效应。
1.1  行业环境、税收优惠与创新效率

一方面，依据成本效应和公共经济学理论，财政优惠政策直接弥补了企业部分研发资金支出，同时增加了企业私人收益，克服研发活动中的外部效应，进而降低研发成本，增加企业可支配资金[8]；且财政政策的倾斜让高风险、高复杂性的研发活动可获取风险补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企业创新过程中的投资成本和投资风险，进而激励更多的研发投入。而高水平的研发投入进一步促进专利成果的产出[9]。同时，基于信号传递视角，财政干预政策反映出政府对创新活动的扶持态度，向企业内外部传递出积极信号[10]，极大地缓解了信息不对称性，有利于企业获取社会创新资源（包括人力资本）[11]，积极引导风险投资机构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本注入，帮助企业走出资金困境[12]，实现科技创新的高效率转化。另一方面，国家财政优惠政策引领企业积极创新攻关方向[10]，帮助企业贴上政府认可“标签”，为企业挖掘潜在客户，直接提升创新产品的市场效应，进而帮助企业将更多外部资源用于创新产品之中[13-14]。并且，政府的购买政策和潜在客户的购买需求既提升了创新产品的交易效率，又促进企业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创新活动中，依此形成良性循环，促进价值实现效率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一定范围内，税收优惠有效促进科技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效率提升。

结合以往学者研究来看，国有产权性质、行业知识获取度以及行业出口强度等环境因素对企业创新过程产生一定的作用影响[5，12，15]。同时，财政创新优惠政策实施过程中也伴随着企业产学研合作加深、新产品输出等行业环境特性的变化以及产权性质的改变，也与税收优惠的实施效果密切相关。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对创新的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以及官僚主义浓厚的升迁机制导致激励机制失效[16-18]，弱化税收优惠对创新促进作用。其次，因为中国文化体制影响，高水平的研发人员更倾向于国有企业，直接造成非国有企业资源匮乏；实施创新激励政策时，非国有企业更注重短期套利行为，税收优惠并未直接投入到远期创新项目中，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国有产权无法促进税收优惠政策提升行业科技研发效率。然而，产权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市场与政府的角色关系，尤其是国有产权占比较强的市场结构间接反映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较高[5]，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财政创新激励政策在外部环境中的渗透，直接或间接影响客户群购买决策，促进成熟的创新成果商业价值的实现。

中国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明确指出，要建设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创新体系，政府也积极搭建官产学研平台等激励企业创新，同时政策机制的有效实施也依赖于官产学研的深入合作。企业加强官产学研合作时，提升企业外部知识获取能力、促使外部研发知识的注入，有利于提高研发资金的使用效率。政府施行创新激励政策时，在高度的外部知识获取度下更能够调动官产学研合作的企业创新积极性，提升资本的使用效率[15]，实现科技研发效率和经济效益转化的提升。

相关研究表明，贸易出口不仅驱动经济增长，也促进技术进步[19]。在“自选择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下，企业实现产品工艺甚至是技术的革新[16]，财政创新政策在这种条件下更有利于激励高技术含量值的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产出效率。然而，企业利用贸易出口实现的引致性技术升级只能短暂地提升效率，无法保证创新的持续性[20-21]，创新激励政策的长期激励效应受挫，难以促进创新成果的商业价值的增加。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行业环境调节了税收优惠的实施效果。其中国有产权性质抑制税收优惠对科技研发阶段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而促进创新成果的商业效益转化；行业知识获取度促进税收优惠政策对两阶段企业创新价值的机理作用；行业出口强度更显著于促进科技研发阶段的作用效应。

1.2  税收优惠的区间效应
部分学者认为，税收优惠对企业技术创新作用有限。企业为获取财政税收优惠政策而放弃非优惠项目，或者为迎合政策而调整创新项目、将优惠收入替代自身研发投入，这些行为都会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挤出效应”[22]。冯海红等[23]对税收优惠对研发投入的作用分析发现，税收优惠在一定范围内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而超过一定门槛值则呈现出激励失灵效应。基于创新活动的投入-产出特性，张玉等[24]进一步证明研发活动加计扣除减免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对研发效率的作用存在非线性关系。造成这种原因，可能是风险不确定性、技术溢出等复杂因素促使企业在一定时效内厌恶风险，使得企业的远期创新活动受阻，政府税收优惠只有达到一定力度、足够弥补风险，才能加大企业投入创新资源的意愿[23]，保证资源的有效转化。其次，由于寻租腐败、内在效应存在，“政府失灵”现象时有发生[25]，只有处于合理的税收福利范围内才能有效引导企业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效率水平提升。因此，只有当税收优惠达到一定门槛值才能够有效抵消市场失灵带来的风险，促进企业研发资源投入，进而提升创新产出水平；并且随着税收优惠的加大，激励效应发生一定改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税收激励政策对创新效率的作用存在有效区间和失灵区间，只有在有效区间内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更有效的促进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构建

2.1.1  SFA模型
借鉴Drucker[26]、余永泽等[27]的研究，本研究从创新价值链视角出发，将企业研发行为划分为科技研发和价值实现两阶段。选用随机前沿模型（SFA），并且加入税收优惠与行业环境的交互项，深入讨论税收优惠与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以验证上文提出的研究假设H1和H2。构建创新两阶段模型如下：
文中所有变量参数（含正文、方程式和图表内），须采用文本可编辑格式（请使用word版本），不采用图片编辑格式，否则在印刷制版过程容易丢失图片造成错漏！且请注意：为单一字符（字母）形式的变量应用斜体，多个字母（含两个及两个以上）组成的变量名称则用正体；常数项为正体；千位及以上数值采取用空格隔开的三位分节法表示；乘号统一使用“×”或“·”。另需特别注意负数的负号和减号统一输入方式，以及同一字级大小。比如：“RDi,j,t”应改为“RDi,j,t”（此处下标仍应为斜体）
（1） 科技研发阶段SFA模型：


                          （1）
（2）价值实现阶段SFA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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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2）中：patent和income分别代表科技研发阶段和价值实现阶段产出；R&D和labor分别代表R&D经费投入中企业资金和科技人员投入；i代表各行业（i=1,2，…，28）；t代表时期数（t=1,2，…，11）；β01和β02
代表截距项；β1、β2、β3为方程系数项。式（3）表示误差项，γ代表各变量系数项。式（5）表示随机干扰项的无效率比，当为截距项，δ1、δ2、δ3时则该行业技术是有效率的。式（5）中：m代表技术无效率，当m值较大时表明技术效率降低，反之则升高。tax表示财政税收优惠力度；z为行业特性等控制变量；δ0则表明该行业是技术无效率的；若u =0且te=1组成，分别服从正态分布和截断正态分布且相互独立。式（4）表示效率函数，teit为i行业在第t期的研发效率，解释为由技术无效率造成的实际产出和最大产出之间的差值。当te在0~1之间（te≠1），若u＞0ε

由随机干扰vit和技术非效率项uit趋近于1时，归因于管理无效率，表明环境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更重要，因此采用SFA模型进行分析；当γ趋近于0时，随机误差影响性较大，选择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

2.1.2门槛模型
验证H2，本文参照Hansen[28]的门槛面板模型，依据数据自身特性内生地划分门槛阈值，确定各区间内税收优惠对创新效率的作用效应。因此，本文构建单门槛模型和双门槛模型分别如式（7）和式（8）：
按规范改正如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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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7）（8）中：te1代表科技研发阶段效率值；te2代表价值实现阶段效率值；γ、γ1、γ2ε为门槛变量；I（*）为示性函数，满足条件时取1，否则取0；Controls代表控制变量，分别指研发投入、科技人员投入、国有产权比、行业出口强度等；为门槛值；ωitit代表随机干扰项。

2.2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中国制造业2005—2015年行业面板数据，原因在于制造业经营存续时间长、内部资源丰富、财务信息披露可信度高，并且政府对制造业的财政支持政策持续时间较长，具有一定的研究条件。为保证数据的可操作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对样本进行如下处理：（1）将2005—2011年的塑料制品业和橡胶制品业合并为橡胶和塑料制品业；（2）将2012—2015年的汽车制造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合并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和其他采矿业行业数据缺失，因此剔除该行业。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最终本文获取28个细分行业企业数据，持续时间为11年。具体的样本行业定义表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行业定义
	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1
	农副食品加工业
	15
	医药制造业

	2
	食品制造业
	16
	化学纤维制造业

	3
	饮料制造业
	17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4
	烟草制品业
	1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5
	纺织业
	19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6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20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7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21
	金属制品业

	8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2
	通用设备制造业

	9
	家具制造业
	23
	专用设备制造业

	10
	造纸及纸制品业
	24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1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25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2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26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3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27
	仪器仪表制造业

	14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28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2.3  变量选取

2.3.1  创新效率

依据创新价值链理论，本研究主要从科技研发阶段和价值实现阶段进行效率分析，企业创新效率指标主要是分别选取两阶段的研发投入和产出指标。首先，企业进行创新活动，基本的创新资源投入是基础，不仅包括资金的投入也包含人力资本的投入，因此本文沿用冯根福等[29]和白俊红等[30]的研究，选取研发经费支出中企业资金和研发人员投入来表示企业科技研发阶段投入。其次，成果专利申请数量直接表现了企业创新活动的规模和程度，且Griliches[31]认为专利申请量比专利授权量更能体现企业创新情况，再者，专利在创新产品的经济效益转化过程中至关重要[32]，因此本文选用发明专利申请量作为科技研发阶段产出和经济价值实现阶段的投入变量较为合理。最后，研发产品的资金收益体现在新产品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指标中，又因为利润总额不仅包含企业科技研发产品的收入，还包括一般非创新性产品以及营业外收入，以此代表经济效益的转化统计口径远大于新产品销售收入，因此基于创新行为的研究，本文选取更能反映创新商业价值的指标作为价值实现阶段产出，即新产品销售收入。同时，借鉴罗利华等[33]的创新效率指标体系构建思想，选取基于质量角度的相对指标比基于数量角度的绝对指标偏差度更小、更科学，因此本研究基于质量角度构建创新指标体系。

2.3.2  税收优惠

根据年鉴资料，2009年以前选取各级政府加计扣除减免税为税收优惠，2009年以后选取各级政府加计扣除减免税和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两个科目之和为税收优惠指标。同时，为保证行业间税收优惠的可比性，选取财政对企业研发活动的税收减免额占企业研发经费投入的相对指标表征税收优惠力度。由于指标选取变化，在进行SFA分析时添加税收优惠指标变化项[23]，该指标并不显著且对结果无显著影响，故剔除。

2.3.3  行业环境

一定程度上，企业创新活动受到行业环境的影响，进而影响税收优惠对研发效率的作用强度，因此本研究借鉴余伟等[12]、张秀峰等[15]的研究，选取研发效率控制变量来研究国有产权比、行业出口强度、行业知识获取度环境条件下税收优惠的作用机理。具体变量定义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定义

	类型
	名称
	符号
	定义

	解释变量
	税收优惠强度
	tax
	（各级政府加计扣除减免税+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

	创新效率
	企业研发投入
	R&D
	行业R&D经费内部支出中的企业资金/R&D经费支出

	
	科技人员投入
	labor
	R&D人员投入量/平均从业人员量

	
	发明专利
	patent
	发明专利申请量/专利申请量

	
	新产品销售收入
	income
	新产品销售收入/行业主营业务收入

	控制变量
	国有产权比
	property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行业主营业务收入

	
	行业知识获取度
	gain
	（研究机构R&D经费支出+高等学校R&D经费支出）/R&D经费支出

	
	行业出口强度
	expr 
	新产品出口收入/行业主营业务收入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采用Stata 13.0软件，运用SFA模型测算样本制造业分行业以及分年度研发效率，并在控制行业环境因素的基础上进行分阶段极大似然估计；其次进行门槛回归分析，进一步分析税收激励企业创新的最佳优惠区间。

3.1  描述性统计

3.1.1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3对主要变量进行数据描述，表明样本行业企业间的创新优惠政策差异较大，且企业之间科技资金和人员具有较大差异，专利产出与新产品收入存在很大进步空间；总的来说，制造业的科技研发效率和研发经济效益转化距离前沿位置还具有30%的缺口。——表中已有清晰数据显示，无需赘述
表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tax
	308
	0.083 561
	0.000 035
	0.514 495

	R&D
	308
	0.954 302
	0.055 493
	3.794 07

	labor
	308
	0.034 251
	0.002 609
	0.116 188

	patent
	308
	0.308 094
	0.035 714
	0.754 902

	income
	308
	0.134 806
	0.020 929
	0.455 025

	te1
	308
	0.626 754
	0.136 888
	0.903 495

	te2
	308
	0.670 048
	0.302 234
	0.864 572


3.1.2  企业创新效率分析

[image: image41]样本行业的年均创新效率测算结果如图1所示，在研究期限内，创新两阶段的研发效率均在0.5~0.8之间，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在价值实现阶段，2011年呈现出急促下降趋势，之后一直处于回升状态；2011年后科技研发阶段效率高于价值实现阶段。由此，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科技创新需要注重专利成果的经济效益转化，同时这也依赖于科技研发阶段进行高水平、高经济效益的基础性研究。
图1改正：纵坐标轴上数值统一保留小数点后的位数
图1  2005—2015年样本行业的创新效率

样本分行业的创新效率如图2所示，可见高技术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处于行业前端，且创新产品的经济附加值较高（如15、16、26等行业），但轻工业发展较为滞后，行业创新度有所欠缺，造成行业两阶段发研发效率均处于较低水平（如6、7、12、28等行业）；且企业创新阶段发展不协同，其中有9个行业的两阶段研发效率差值达20%以上。因此，统筹行业创新发展、提升创新可持续性成为政府等部门宏观调控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图2改正：图内各数值不应有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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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随机前沿分析

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作用效应、行业环境调节作用的分阶段极大似然估计结果见表4所示，各模型（M）的估计值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大于0.6，表明样本行业企业创新过程中各阶段效率主要受环境因素影响而非随机干扰，因此本研究采用SFA模型进行估计是合理的。其中，模型1至模型4展示了科技研发阶段SFA分析，模型5至模型8表明价值实现阶段SFA分析。具体分析如下：
（1）模型1和模型8的极大似然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相关变量之后税收优惠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以内显著为负，表明税收优惠在一定程度上对科技研发效率具有一定促进作用。由此，H1得证。其余模型展现了行业环境与税收优惠的交互作用结果。
（2）模型2和模型5反映税收优惠与国有产权的交互作用，其中模型2的交互项系数为3.631，说明在财政优惠政策实施过程中，国有产权比越大越不利于科技研发阶段创新优惠政策的激励作用，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内部激励机制的滞后以及税收优惠资源在国有企业的分配造成非国有资源匮乏，在一定程度上对行业科技研发效率转化具有抑制效应。模型5的交互项系数为-18.381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在财政优惠政策实施过程中，国有企业对研发创新的经济价值实现阶段具有一定支撑作用，因此国有企业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国家创新战略的实施。

（3）模型3和模型6反映行业知识获取度对税收优惠激励效应的作用影响。其中模型3的交互项系数为-6.311且在1%水平上显著，模型6的交互项系数为-0.321而不显著。由此可知，外部知识获取度能促进税收优惠对两阶段效率的激励作用；然而，当前中国的官产学研合作处于发展初期且较为重视科学技术进步，而对于创新成果的经济价值有所忽略，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模型6的系数不显著。因此，应加强具有市场价值的创新项目合作，实现创新产品的商业价值提升。

（4）模型4和模型8展现行业出口强度与税收优惠的交互作用。其中模型4的交互项系数为-15.250，在5%水平上显著相关，表明在企业创新过程中，行业出口政策利于促进税收优惠对企业科技进步的促进作用，提升科技专利产出效率。模型8的交互项系数为-27.426，由于企业的引致性技术升级，行业出口政策倾向于短期内鼓励企业革新技术，对于财政激励的远期创新价值实现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因此行业出口强度更显著于促进科技研发阶段的作用效应。由此，H2基本得证。
表4  样本行业科技研发阶段的SFA极大似然估计结果

	变量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前沿估计
	C1
	-0.178***
（-3.30）
	-0.308*
（-1.88）
	-0.178***
（-2.79）
	-0.178***
（-2.79）
	-1.044***
（-14.56）
	-1.053***
（-15.54）
	-1.043***
（-14.40）
	-1.250***
（-9.40）

	
	lnR&D
	-1.199***
（-4.50）
	-2.680**
（-3.09）
	-1.199***
（-4.50）
	-1.199***
（-4.50）
	
	
	
	

	
	lnlabor
	0.090 7***
（3.20）
	0.132***
（3.94）
	0.091***
（3.24）
	0.091***
（3.24）
	
	
	
	

	
	lnpatent
	
	
	
	
	0.129**
（1.98）
	0.090

（1.51）
	0.133*
（1.77）
	0.162***
（3.08）

	技术无效函数
	C2
	1.569***
（8.76）
	0.945***
（3.42）
	1.325***
（13.81）
	1.333***
（9.57）
	1.909***
（11.34）
	1.689***
（13.31）
	1.938***
（15.60）
	0.629***
（4.32）

	
	tax
	-1.850***
（-2.90）
	-3.395*
（-1.65）
	-3.776**
（-3.58）
	-2.573**
（-2.33）
	-2.034***
（-5.09）
	-0.578

（-1.37）
	-2.227*
（-1.88）
	-3.122***
（-4.32）

	
	property
	1.109***
（5.14）
	
	1.077***
（5.15）
	0.994***
（4.44）
	-1.003***
（-6.62）
	
	-1.008***
（-6.38）
	-0.491***
（-3.69）

	
	gain
	-0.477**
（-2.14）
	-0.438

（-1.34）
	－3.334**
（－2.26）
	-0.284

（-1.39）
	-0.048*
（-1.18）
	-0.122

（0.85）
	
	-0.730

（4.90）

	
	expr
	-3.732**
（-2.21）
	-1.152

（-0.50）
	
	
	-27.120***
（-10.09）
	-24.715***
（-10.47）
	-27.402***
（-10.63）
	

	
	tax×property
	
	3.631

（1.31）
	
	
	
	-18.381***
（-7.63）
	
	

	
	tax×gain
	
	
	-6.311***
（-3.57）
	
	
	
	-0.321

（-0.19）
	

	
	tax×expr
	
	
	
	-15.250**
（-3.77）
	
	
	
	-27.426

（-5.93）

	
	σ2
	0.318***
（6.13）
	0.282***
（9.54）
	0.329***
（10.15）
	0.324***
（11.13）
	0.179***
（5.64）
	0.170***
（8.36）
	0.179***
（11.59）
	0.202***
（9.16）

	
	γ
	0.855***
	0.715***
	0.867**
	0.897***
	0.632***
	0.723***
	0.621***
	0.713***

	
	Log值
	-187.029
	-192.573
	-190.776
	-188.694
	-155.814
	-143.812
	-155.842
	-186.849

	
	Wald检验
	35.77
	11.53
	63.24
	25.55
	73.91
	51.68
	91.83
	41.38


注：1)括号内为z统计值；2)*、**、***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同

3.3  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通过上文SFA分析，发现税收优惠对创新效率的具有一定促进作用，而这种作用也许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探究政府税收创新激励政策的非线性关系，探究税收优惠是否存在最优区间，以期能够最大程度上消除“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因此本文进行门槛效应检验，需要进行3个步骤：一是，检验门槛是否显著存在。本文选用自抽样法，根据F统计量的分布，计算P值检验显著存在门槛个数。二是，确定门槛阈值。根据阈值具体确定创新效率受到不同税收优惠力度的影响效应。三是，确定行业环境对门槛效应的作用影响。其中表5至表10相应展示了有无行业环境变量下对门槛效应的作用影响。

3.3.1 税收优惠对科技研发效率的门槛效应检验

由表5自抽样检测可知，在有无行业环境变量情况下单门槛效应显著。表6中Bootstrap估计在无行业环境因素下的税收优惠门槛值为11.24%，在有行业环境作用下的门槛值左移到7.79%。根据门槛值，将税收优惠划分为两个区间：低税收优惠区间（tax≤11.24%或tax≤7.79%）、高优惠区间（tax＞1.24%或tax＞7.79%）。进而依据分组进行门槛回归分析。

表5  税收优惠对样本行业科技研发效率的门槛效应自抽样检验

	门槛模型
	临界值

	
	F值
	P值
	1%
	5%
	10%

	无
	单一
	9.82*
	0.060 0
	8.672 2
	10.149 8
	11.623 2

	
	双重
	2.25
	0.193 3
	8.865 6
	10.432 9
	13.557 4

	有
	单一
	7.08**
	0.040 0
	9.290 8
	11.593 3
	15.281 5

	
	双重
	7.26
	0.480 0
	9.043 0
	10.720 4
	16.723 4


注：“无”代表无行业环境变量，“有”代表控制行业环境变量。下同
表6  影响样本行业科技研发效率的税收优惠门槛值与置信区间

	门槛值
	估计值
	税收优惠强度
	95%置信区间

	无
	单一
	-2.185 3
	0.112 443 995
	（-2.318 0，-2.095 3）

	有
	单一
	-2.551 9
	0.077 933 452
	（-2.578 8，-2.502 9）


如表7所示，税收优惠对科技创新激励作用表现出区间效应。在不控制行业环境下，税收政策在税收优惠大于11.24%时表现出显著促进效应（0.039 1504*），而在税收优惠低于11.24%时存在不显著的抑制效应，因此税收优惠大于11.24%时才能有效促进科技研发效率的提升。在控制环境因素下，财政创新激励政策的影响作用显著性提升，门槛呈左移至7.79%，即税收优惠强度超过7.79%时税收政策对制造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边际作用变大（0.056 641 8***>0.039 150 4*），即税收优惠强度每提升1%，企业科技效率提升5.66%，进一步证实了H3。且在控制国有产权比、行业出口强度和行业知识获取度变量后，模型的拟合度有所提升（R2=0.563 9<0.302 5），因此与模型M9相比，模型M10的解释力度更好，其中国有产权挤出创新激励效应，行业出口以及知识获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创新效率的提升。

表7  税收优惠对样本行业科技研发效率的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M9
	M10

	lntax1
	-0.004 956 8

（-0.39）
	-0.026 222 5**
（-2.30）

	lntax2
	0.039 150 4*
(1.70)
	0.056 641 8***
（2.93）

	lnR&D
	0.001 500 1

（0.06）
	0.001 902 1

（0.09）

	lnlabor
	0.068 430 4***
（4.78）
	0.040 865 4**
（2.08）

	property
	
	-0.019 778 6

（－1.53）

	gain
	
	0.039 842 8*
（1.80）

	expr
	
	0.039 829 9***
（4.26）

	_cons
	0.869 404 8***
（14.71）
	0.532 986 5***
（7.90）

	R2
	0.302 5
	0.563 9

	F值
	7.32***
	12.72***

	固定效应检验
	F(27,273)=2.84

Prob>F=0.000 0
	F(27,273)=2.67

Prob>F=0.000 0


3.3.2  税收优惠对价值实现效率的门槛效应检验

表8自抽样检测结果显示，在有无行业环境变量情况下税收优惠对创新活动经济价值实现均呈现双门槛效益。表9中Bootstrap估计在无行业环境因素下税收优惠的两个门槛值分别为7.59%和8.79%，在有行业环境作用下的门槛值分别为5.64%和9.36%。根据门槛值，将税收优惠划分为3个区间：低税收优惠区间（tax≤7.59%或tax≤5.64%）、次优惠区间（7.59%＜tax≤8.79%或5.64%＜tax≤9.36%）.进而选用双重门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高优惠区间（tax＞8.79%或tax＞9.36%）
表8  税收优惠对样本行业价值实现效率的门槛效应自抽样检验

	门槛模型
	临界值

	
	F值
	P值
	1%
	5%
	10%

	无
	单一
	16.98***
	0.000 0
	8.759 4
	10.308 4
	14.344 4

	
	双重
	10.29**
	0.033 3
	8.833 0
	9.832 0
	13.217 3

	
	三重
	5.19
	0.560 0
	11.951 4
	15.172 4
	20.821 3

	有
	单一
	12.43**
	0.016 7
	8.384 7 
	9.914 8
	12.668 7

	
	双重
	8.58*
	0.096 7
	8.377 6
	10.147 7
	12.118 1

	
	三重
	4.52
	0.553 3
	9.548 2
	11.107 7
	13.559 1


表9  影响样本行业价值实现效率的税收优惠门槛值与置信区间

	门槛值
	估计值
	税收优惠力度
	95%置信区间

	无
	第一个
	-2.578 8
	0.075 864 987
	（-2.601 5，-2.167 3）

	
	第二个
	-2.431 4
	0.087 913 667
	（-2.477 5，-2.409 0）

	有
	第一个
	-2.875 1
	0.056 410 498
	（-2.937 4，-2.821 1）

	
	第二个
	-2.368 6
	0.093 611 691
	（-2.445 4，-2.356 3）


表10为未加入行业环境以及控制行业环境影响的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价值实现效率的双重门槛回归分析结果，表现出显著的区间效应；同时随着环境因素的加入，模型的拟合度也不断提高（R2=0.131 0<0.685 5）。结果显示：最佳激励区间由M11的[7.59%，8.79%]扩大到M12的[5.64%，9.36%]，表明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行业环境因素影响了企业对财政创新激励政策的敏捷度；M12显示税收优惠对创新经济效益的转化整体属于促进作用，但当税收优惠强度小于5.64%或大于9.36%时，创新激励政策的激励效应均不显著；而当创新激励政策的税收区间处于[5.64%，9.36%]时，税收优惠每增加1%，企业创新价值实现效率提升2.32%，因此H3得证。国有产权和行业间增加官产学研合作都有利于经济效率的转化；而行业出口政策则表现出不显著的负向作用，可能是因为创新的长期效益与行业出口的短期获利行为的冲突引致的。
表10  税收优惠对样本行业价值实现效率的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M11
	M12

	lntax1
	0.010 045 9*
（2.05）
	0.000 368 8

（0.06）

	lntax2
	0.017 064 8***
（3.27）
	0.023 215 9**
（2.44）

	lntax3
	-0.009 065 1

（-0.44）
	0.004 086 5

（0.33）

	lnpatent
	-0.030 239 9***
（-2.59）
	-0.045 718 8***
（-4.66）

	property
	
	0.064 464 6***
（11.87）

	gain
	
	0.032 059***
（15.21）

	expr
	
	-0.064 039 2

（-2.71）

	_cons
	0.673 123 2***
（20.21）
	1.014 389***
（27.20）

	R2
	0.131 0
	0.685 5

	F值
	10.40***
	52.50

	固定效应检验
	F(27,276)=2.93

Prob>F=0.000 0
	F(27,273)=1.71

Prob>F=0.017 9


上述研究在随机前沿的基础上进行延展性分析，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对创新效率的作用表现出区间效应，在有效范围内，税收优惠对两阶段效率促进作用更明显，H3得证；且随着行业环境的影响，企业对政府财政政策的反应灵敏性减弱，即税收优惠最佳区间扩大。但是，这一结论与张玉等[24]的研究结论有一定不同：张玉等[24]的研究结论表明研发活动的税收加计扣除对科技研发效率的作用呈倒“U”型变化规律，而本文的结论是在第一阶段中表现出先减后增的“U”型变化。造成结论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税收优惠代理指标的差异以及本文选取制造业样本差异造成的。门槛回归结果充分表明，对制造业企业而言，税收优惠并不是越多越好，要依据不同阶段、不同行业环境等因素动态控制优惠区间。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运用SFA法分析税收优惠政策对两阶段创新效率的作用影响以及与行业环境的交互作用；其次在此基础上进行延展性研究，分析税收优惠的最优激励区间。研究发现：（1）税收优惠政策实施虽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样本制造行业的整体创新水平处于0.5~0.8范围内，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如人意，行业创新水平发展不均衡，科学技术提升具有很大的进步空间。（2）税收优惠虽能有效促进科技研发和价值实现两阶段的效率提升，行业环境影响税收优惠对两阶段效率的促进作用。国有产权促进价值实现阶段的税收优惠激励作用而抑制科技研发阶段的税收优惠激励作用；行业知识获取度越高，税收优惠对两阶段研发效率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而贸易出口则更有助于促进价值实现阶段税收政策对企业研发效率的正向作用。（3）税收优惠整体上提升了企业创新效率，但门槛回归结果显示其对两阶段的效率影响存在非线性关系，总的来说，科技研发阶段税收优惠强度高于7.79%能有效发挥激励效果，价值实现阶段税收优惠处于[5.64%，9.36%]区间内对企业来说激励更有效。

当前中国正处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如果能有效发挥政府在市场中的调控作用，合理运用政策工具，就能以较少的成本实现生产力的提升和国民经济向前发展；反之，则会造成政府资源浪费和产业转型迟滞。因此，要求政府部门审时度势，合理运用政策工具引领企业创新向质量效率型转化。结合以上研究结论与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其一，在企业创新过程中，针对阶段发展的不协同性，政府相应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引导性税收政策的力度，引导社会资源向高技术附加值的创新项目流入和聚集；针对行业发展的不均衡性，政府应从制度层面促进行业创新合作，促进技术知识扩散，统筹行业创新效率发展，实现持续性创新。

其二，税收优惠对科技研发阶段和价值实现阶段的效率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处于最优激励门限范围内税收优惠政策具有促进作用，反之抑制。数据统计显示，在科技研发阶段，税收优惠合理激励区间主要表现在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医药制造业以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等高新技术行业；在价值实现阶段，主要是造纸及纸制品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等轻工业能更有效地实现创新产品的经济效益转化。由此，税收激励政策不足或过度都无法发挥其真实作用，反而造成政府资源的浪费，因此税收政策红利释放应在合理范围内，这样不仅有利于财政收入的增加，同时能够更好地履行公共服务职能。

其三，国有企业对科技研发阶段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具有一定抑制作用，但由于其在国家战略发展和国民经济中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因此在进行国家顶层设计时，应注重推动国有体制的改革，鼓励多产权性质的企业共同开展科技研发活动。在合作研发方面，政府主动牵头企业与科研机构、高校建立长期合作，鼓励开发更多具有市场效应和经济价值的创新产品。

其四，企业贸易出口对鼓励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实施具有一定促进作用，而引致性技术升级却阻碍整体创新水平。因而，政府部门应继续鼓励企业出口，尤其注重高技术企业对外发展以及对具有高技术、高经济附加值的产品出口鼓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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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5—2015年样本分行业的创新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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